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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
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
———以山西中部城市群为例

崔月彤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经济学院,晋中030619)

摘要: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化”)的协同发展是衡量资源型地区转型成效的关键标准。以山西中部城市群

为研究对象,基于2011—2024年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分析该区域“两化”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
研究发现:在时间维度上,山西中部城市群“两化”耦合协调度呈现“快速增长-缓慢提质”的两阶段演进特征,整体协

同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空间维度上,则表现出显著的“核心-外围”非均衡格局,太原市已实现从“失调”向“协调”
的跨越,而外围城市则分异为“中间塌陷”与“边缘脱钩”两种类型,区域协同发展断层问题凸显。研究成果可为山西

及其他资源型地区优化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政策、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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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驱

动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引领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数字产业化与

产业数字化(简称“两化”)作为数字经济的两大核

心维度,其协同发展水平不仅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关键支撑,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破解区域发

展不平衡问题的战略要点。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
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战略。在《“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中已明确提出“健全完善数字经济

治理体系。这凸显了“两化”协同在推动高质量发

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城市群作

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其数字经济与产业体

系的协同水平直接影响区域整体竞争力。山西中

部城市群是山西省的经济核心区,工业基础扎实但

数字化能力相对薄弱,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

化深度融合,不仅是该地区突破资源依赖、实现新

旧动能转换的必然路径,也是其融入国家发展战

略、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关键举措。鉴于此,现以山

西中部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其数字产业化

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机制及时空演变特征,以

期为同类资源型地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参考。

1 文献综述
围绕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的内在机

理与测度实践,学术界在理论与实证方面已取得一

系列进展,为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从不同视角阐释了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
杜庆昊[1]提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通过 “技
术溢出-应用反馈-协同升级”的循环机制实现

良性互动,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任保

平[2]从新型工业化视角,指出两化协同是破解传

统产业路径依赖、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马
费成等[3]进一步强调,数据要素的价值转化是连

接两化协同的核心纽带,其流动效率直接决定耦

合协调水平,而制度环境与要素支撑则是保障这

一过程的重要条件;夏杰长和陶鸠[4]则从集群视

角切入,区分了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类集

群,提出“渐进式数字赋能”与“动态平台驱动”两
种差异化演化路径。这些研究为理解“两化”协同

提供了多角度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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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证研究方面,耦合协调度模型成为测度

“两化”协同水平的核心工具,学者们基于国家、省
份、城市群等不同区域尺度开展了大量研究,揭示

了“两化”协同发展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全国层面

的分析显示,“两化”与数字化治理的协同度已达到

优质协调,但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明显领先于

中西部[5];大多数省份仍处于濒临失调阶段,技术创

新不足与人才短缺是主要制约因素[6]。近年来,研
究视角逐渐向城市群、省域等中微观尺度延伸,相
关研究更聚焦区域内部协同差异,为特定区域研究

提供了有益借鉴。例如,杨梦洁[7]研究发现中部地

区整体协同水平上升,但省际分化显著,发展质量

差距拉大;李小玉和李华旭[8]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

研究揭示了区域内部协同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指
出数字产业化水平滞后是制约区域“两化”协同的

主要瓶颈;尚怡等[9]研究发现辽宁省“两化”耦合协

调度处于较低水平,数字技术投入不足与产业应用

深度不够是主要障碍因子。这些成果为识别区域

协同发展的关键问题提供了实证依据与方法参考。
现有文献虽为“两化”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与

实证基础,但针对山西中部城市群的针对性研究仍

存在明显不足。①研究尺度较为宏观,缺乏对资源

型城市群的微观关注。已有成果多集中于国家、省
份或东部发达城市群层面,而对省内典型资源型城

市群等中微观单元的研究尚显不足。②对资源型

地区的分析深度不足。既有研究虽关注资源型省

份整体水平测度,但未能深入解析城市群内部城市

的协同差异、时空演化机理,难以为解决山西区域

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精准施策依据。③地域特殊

性与政策针对性不足。山西中部城市群兼具深厚

的传统产业基础与资源路径依赖的双重特征,其
“两化”协同路径无法简单套用东部或非资源型地

区模式。现有研究未能充分结合山西产业基础、要
素约束与现行政策环境,所提政策建议缺乏地域针

对性,相关结论难以应用于山西实践。
因此,开展山西中部城市群数字产业化与产业

数字化耦合协调研究,不仅可填补资源型城市群微

观尺度实证研究的空白,拓展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

展的理论视野,更能为山西及同类型区域提供可操

作的转型路径与政策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

实践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基础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协同发展,并非简

单的产业叠加,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耦合

过程。其核心逻辑与理论支撑源于两大理论体系。
(1)系统耦合理论。该理论认为,两个或以上

的系统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能够形成一个新

的、更高层次的协同系统。在数字经济体系中,数
字产业化系统与产业数字化系统构成两大核心子

系统,二者存在紧密的耦合关联。其中,产业数字

化为数字产业化奠定基础并提供支撑,是其发展的

关键前提与核心驱动因素;数字产业化则驱动产业

数字化的纵深推进,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技

术赋能与发展机遇。二者的耦合程度决定了整体

数字经济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2)产业融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数字技术的

渗透下,原本清晰的产业边界趋于模糊,催生出新

的产品、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业态。从“两化”协同

的内在逻辑来看,数字产业化为产业融合提供技术

工具和载体支撑,产业数字化则通过丰富的应用场

景反哺数字技术迭代升级,二者协同发展的本质正

是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技术、业务、市场等多

维度的深度融合过程。
2.2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说明

依据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核心内涵,遵
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原则,在借鉴相关学者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耦合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指标

体系分为两大系统层,其中,数字产业化子系

统(S1)侧重反映数字技术产业化发展水平,从产业

规模(x11、x12、x13)、创新能力(x14、x15、x16)两个维

度共选取6个指标[6,10];产业数字化子系统(S2)侧
重体现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赋能成效,从投

入(x21)、产业基础(x22)、融合应用(x23、x24、x25)等
维度选取5个指标[8,11]。

选取山西中部城市群(含太原、晋中、忻州、吕
梁、阳泉)为研究区域,以2011—2024年5市的面板

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山西省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以

及政府部门发布的统计公报等。针对部分年份存

在的少量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完

善,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与连续性。
2.3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为定量测度山西中部城市群“两化”协同发展

水平,揭示二者相互作用机制与协同演进规律,通
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具体步骤与

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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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耦合

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指标层

数字

产业化

S1

产业

数字化

S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x1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数x12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x13
高新技术企业数x14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x15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x16
R&D经费投入强度x21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x22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x23
电子商务销售额x24
快递业务收入x25

2.3.1 综合发展指数测算

首先对所有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基于

熵值法确定的指标权重,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计算

数字产业化(S1)与产业数字化(S2)两大子系统的

综合发展指数,公式为

Si =∑
n

j=1
ωjxij (1)

式中:Si 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2个子系统综

合发展水平;x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ωj 为采用熵

权法计算的各指标权重,即ωj = 1-Hj

∑
m

j=1
(1-Hj)

,其

中,Hj =- 1lnn ∑
n

i=1
PijlnPij  ,Pij =xij ∑

n

i=1
xij。

2.3.2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度模型,结合“两化”协同

发展的核心特征,构建耦合度、协调度及耦合协调

度模型,具体如下。
耦合度模型为

C=2 S1S2
(S1+S2)2

(2)

式中:C为耦合度,是衡量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程度的指标,C的取值范围为[0,1],C越接近1,
表明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作用越强,C越接近0,
表明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作用越弱。

协调度模型为

T=α1S1+α2S2,α1=α2=0.5 (3)
式中:T为协调度,是衡量系统间协同发展水平的指

标,反映系统间发展的均衡性和协调性;α1、α2 为权

重,分别反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在协同发展

中的重要程度。
耦合协调度模型为

D= CT (4)

式中:D 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1],D 越接

近1,表明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发展水平越高,D
越接近0,表明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发展水平

越低。
为直观分析两子系统间协同发展水平,依据耦

合协调度D的取值范围,综合现有研究成果[12]及山

西中部城市群资源型区域发展实际,将耦合协调度

划分为5个等级(表2)。该分级标准有助于清晰界

定各城市“两化”协同所处发展阶段,并为识别区域

内部发展断层提供客观分析依据。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D区间 协同发展特征

严重失调 0.00≤D<0.20
两系统发展水平低,互动微弱,
基本处于割裂状态

中度失调 0.20≤D<0.40
两系统有一定发展,但互动不

足,协同效应差

基本协调 0.40≤D<0.50
两系统发展趋于均衡,开始产生

良性互动

中度协调 0.50≤D<0.80
两系统发展水平较高,互动密

切,协同效应显著

高度协调 0.80≤D≤1.00
两系统发展水平高,深度融合,
实现优质协同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现状

2011—2024年,山西中部城市群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但
受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政策导向差异影响,各城

市间发展不均衡特征显著。
3.1.1 数字产业化发展现状

如图1(a)所示,山西中部城市群数字产业化规

模持续扩张,2011—2024年数字产业化指数均值由

0.019显著提升至0.131,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其

中,太原作为全省政治经济中心,凭借资源虹吸效

应集聚了省内主要科研机构、高新技术开发区及大

数据产业基地,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半导体、软件

及数据中心等关键领域布局领先,2024年数字产业

化指数达0.520,远高于其他城市,成为城市群数字

产业化发展的核心城市。晋中凭借其与太原地理

相邻、产业紧密关联的优势,其数字产业化水平稳

步提 升,2024年 数 字 产 业 化 指 数 为0.064,较
2011年增长4.3倍。其余城市数字产业化发展相

对滞后,阳泉与吕梁呈现波动增长特征,2018—
2019年达到峰值后回 落,2024年 指 数 分 别 为

0.024、0.028;忻州数字产业化发展相对迟缓,
2024年指数为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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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产业数字化发展现状

如图1(b)所示,山西中部城市群产业数字化转

型进程加速,2011—2024年产业数字化指数均值由

0.023提升至0.127,数字化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

持续深化。太原与晋中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与完

善的数字基础设施,2024年产业数字化指数分别为

0.343与0.108,在城市群构成“双核驱动”态势。吕

梁与忻州产业数字化增速显著,但受限于初始基数

偏低,其产业数字化总体水平仍处于低位。阳泉产

业数字化发展态势平稳,2024年指数达0.049,较
2011年实现稳步提升。

图1 2011—2024年山西中部城市群数字产业化

与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

3.1.3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相对发展水平

从山西中部城市群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的相对发展关系来看,部分时期存在非对称耦合特

征。2011—2020年,数字产业化指数普遍高于产业

数字化,反映出数字技术供给先于产业应用的阶段

性特征,这反映了全省战略中 “先建数字底座”的

成效,数字基础设施与产业框架的先行布局为后续

产业融合应用奠定了基础。2021年后,产业数字化

增速加快,超越并拉大了对数字产业化的领先优

势,两者差距逐步缩小,这标志着发展重心转向 “再
推融合应用”,传统产业转型需求开始成为驱动 “两

化”协同的核心力量。
3.2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的时空演

变特征

对2011—2024年山西中部城市群数字产业化

与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如

表3、图2所示。耦合协调度作为衡量数字产业化

与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其演变规

律深刻反映了城市群数字经济转型的阶段特征与

区域差异。
3.2.1 时间演变规律分析

从整体趋势看,2011—2024年山西中部城市群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呈持续上

升态势,均值由0.113提高至0.300,但整体协同发

展仍处于初步阶段。这一发现与高煜和李佳余[6]关

于中国多数省份“两化”协同水平仍处于低度协调

阶段的宏观判断相一致。但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资

源型区域内部更为严峻的协同困境,其协调度均值

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演进呈现出鲜明的两阶

段特征。
第1阶段(2011—2019年)为快速增长阶段。

该阶段耦合协调度从0.113上升至0.246,年均增

长率达9.08%。山西省在此阶段先后启动“宽带山

西”战略、大数据发展战略试点、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等一系列专项行动,在政策推动下,信息基础设施

迅速完善,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中初步渗透,“两
化”协同呈现“数字产业化先行、产业数字化跟跑”
的特征。这一演化特征本质上是政策引导与基础

设施投资驱动下的浅层融合,同时也印证了协同发

展初期“数字产业化先行”的普遍性特征[5]。

表3 2011—2024年山西中部城市群数字产业化与产业

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

年份 晋中 吕梁 太原 忻州 阳泉

2011 0.112 0.078 0.258 0.043 0.072
2012 0.116 0.073 0.274 0.081 0.102
2013 0.131 0.133 0.303 0.099 0.107
2014 0.123 0.108 0.313 0.102 0.111
2015 0.134 0.124 0.330 0.108 0.113
2016 0.145 0.125 0.357 0.126 0.134
2017 0.161 0.144 0.385 0.126 0.127
2018 0.182 0.184 0.423 0.132 0.157
2019 0.226 0.225 0.436 0.136 0.208
2020 0.237 0.233 0.496 0.151 0.189
2021 0.241 0.203 0.556 0.170 0.167
2022 0.246 0.207 0.574 0.177 0.168
2023 0.261 0.210 0.607 0.184 0.177
2024 0.281 0.215 0.631 0.193 0.181

191

               崔丹彤: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 



图2 2011—20024年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

  第2阶段(2020—2024年)为缓慢增长阶段。
此阶段耦合协调度从0.261缓慢升至0.300,年均

增长率仅为2.82%,较上一阶段明显放缓,“两化”
协同进入质量提升关键期。这一阶段,山西传统产

业转型进入深水区,“两化”融合面临设备互联互通

不足、数据安全风险加大、专业人才短缺等瓶颈;同
时,山西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其生产系统

具有较强的技术、制度互补性,导致传统产业对数

字技术的吸收转化能力不足,而本地数字产业因产

业生态薄弱,难以提供适配性强的技术解决方案,
由此形成造成供需两侧的结构性错配。在此背景

下,“两化”协同发展的增长动能转换受阻,资源型

地区在产业数字化方面面临的制度适配性不足与

转型能力薄弱的双重滞后,成为制约“两化”向深度

协同跃升的关键瓶颈。
3.2.2 空间演变规律分析

从空间维度来看,山西中部城市群数字产业化

与产业数字化的协同发展呈现显著的 “核心-外围”
非均衡特征,城市群内部呈现出严峻的、阶梯式的

协调等级断层。这种空间分异不仅是发展水平的

差异,更是要素集聚能力、产业适配性与制度协同

效能多重叠加的结果,反映出资源型地区数字经济

演化的极化现象。
太原为核心区,是城市群内唯一实现从“失调”到

“协调”质变的城市。太原耦合协调度增长最为显著,
由2011年的0.258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0.631,经
历了“中度 失 调 (2011—2017年)→ 基 本 协 调

(2018—2020年)→ 中度协调 (2021—2024年)”的
演进路径。这表明太原的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发展相对均衡且水平较高,已基本形成稳定、有效的

相互促进机制,系统步入良性循环。然而,太原的虹

吸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其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模式

与周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基础适配性低,技术外溢与

产业转移存在断层,导致其成为高水平的协同孤岛,
未能有效带动区域整体提升。

除太原外,其余4市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失调状

态,并依据协调度水平可进一步划分为以下两个清

晰的亚层。
(1)“中间塌陷”层,包括晋中与吕梁,其协调度

长期处于 “中度失调”区间,未能实现等级跃

升。晋中的耦合协调度从2011年的0.112升至

2024年的0.281,虽有改善但距离 “基本协调”仍

有显著差距;吕梁的耦合协调度在0.073~0.233间

波动增长,2019年后在“中度失调”的底部徘徊。两

市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互动关系相对脆弱且

低效,晋中虽地理邻近太原,但产业关联度不足导

致技术外溢承接能力薄弱,吕梁则因资源依赖度

高、产业结构单一,制约了“两化”协同发展,最终导

致“中间塌陷”层,无法发挥区域协同的桥梁纽带作

用,反而成为要素流动与技术扩散的阻力带。
(2)“边缘脱钩”层,包括忻州与阳泉,研究期内

耦合协调度未能突破0.2,长期处于“严重失调”等
级。这表明两市的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进程

基本处于相互割裂、缺乏反馈的“两张皮”状态。从

发展困境来看,阳泉虽拥有大型数据中心基础设

施,却未能催化本地产业生态;忻州则受限于薄弱

的数字产业基础,数字化转型需求微弱,同时优质

劳动力与资本持续向太原、晋中流失,最终与核心

区形成发展断层,成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洼地”。
山西中部城市群“核心-外围”结构的形成,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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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资源型区域发展模式与数字经济演进规律相

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在资源型经济发展阶段,太原

依托政策与区位优势持续吸纳优质要素,形成数字

经济发展的“虹吸闭环”;而外围城市受限于基础设

施滞后、人才外流及产业传统化制约,陷入低水平

发展状态。更关键的是,区域内缺乏有效的制度性

协同机制:一方面,未建立跨市域的数字技术共享

平台、人才交流机制与产业分工体系,要素流动壁

垒较高;另一方面,针对资源型城市数字化转型的

差异化政策支持不足,核心区与外围城市的发展政

策缺乏衔接,进一步加强了空间失衡格局。若不破

解这一结构性矛盾,区域内的数字鸿沟将持续扩

大,最终制约山西中部城市群整体数字化转型进程。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基于2011—2024年山西中部城市群面板数据,
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考察了数字产业化与产

业数字化的协同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演化规律。主

要结论如下。
(1)时间维度上,山西中部城市群 “两化”耦合

协调度呈“快速增长-缓慢提质”的两阶段演进特

征,整 体 协 同 发 展 仍 处 于 初 步 阶 段。2011—
2019年,耦合协调度均值以9.08% 年均增速从

0.113升至0.246,呈现数字产业化先行的浅层融

合态势。2020—2024年增速放缓至2.82%,传统

产业转型进入深水区,设备、人才、数据安全等瓶颈

凸显,供需结构性错配制约“两化”深度协同。
(2)空间维度上,“两化”协同呈现显著的 “核心-

外围”非均衡格局,存在阶梯式协调等级断层。太原

市作为核心区,耦合协调度从0.258升至0.631,实
现 “中度失调-中度协调”的跨越,已形成“两化”良性

互促机制;外围城市分化为两个层级:晋中、吕梁构成

“中间塌陷”层,耦合协调度长期处于中度失调区间,
因产业关联弱、资源依赖度高,难以承接核心区技术

外溢;忻州、阳泉构成“边缘脱钩”层,耦合协调度始终

低于0.2,处于严重失调状态,“两化”发展相互割裂,
沦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洼地”。
4.2 政策建议

为破解山西中部城市群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

字化协同中的结构性与区域性矛盾,推动数字经济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1)实施阶段适配的精准推进策略,破解深度

协同瓶颈。针对“两化”协同已进入缓慢提质期的

现实,政策重心应从普惠性基础设施建设,转向破

解深度融合的结构性矛盾。聚焦供需精准适配核

心目标,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双向赋能、
深度耦合,重点深化资源型产业的数字化融合进

程。在数字产业化方面,重点攻关煤炭智能开采、
冶金数字化控制、装备制造工业软件等特色技术领

域,支持太原、晋中建设 “资源型产业数字化技术创

新平台”,提升数字技术与本土产业的适配性与转

化效能。在产业数字化方面,实施 “分业分级”转

型策略,针对煤炭、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制定行业

专属的数字化转型标准与补贴政策,引导企业开展

智能工厂、数字矿山等标杆项目建设。同时,搭建

“两化”融合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动态发布企业数字

化转型需求清单与数字技术供给目录,构建技术供

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机制。
(2)构建“核心辐射-外围响应”的区域协同机

制,扭转空间失衡格局。①强化核心城市辐射带动

能力,以太原为核心、晋中为支撑,打造太原-晋中数

字产业协同示范带,鼓励太原的软件与信息服务企

业在晋中设立面向装备制造等本地产业的数字化

赋能中心,强化区域产业关联与技术外溢效应;
②实施外围城市差异化发展战略,针对吕梁、阳泉

等城市制定“一市一策”转型方案。例如,支持吕梁

聚焦智慧矿山领域打造省级特色示范基地,助力阳

泉依托数据中心优势推进“算力+本地产业”融合

应用示范,培育区域差异化竞争优势;③建立区域

群数字协同发展横向补偿机制,探索构建以太原为

核心的技术输出、园区共建、人才培育一体化帮扶

体系,对忻州等边缘脱钩地区实施实质性赋能,形
成制度化、常态化的区域利益协调与共享机制。

(3)创新要素配置与保障机制,夯实协同发展

基础。在数据要素配置方面,依托太原、阳泉数据

中心集群优势,探索建立区域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机制,开展煤炭、电力等重点行业数据资产化登记

与价值评估试点工作。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强化全省统筹规划,重点提升外围城市5G网络深

度覆盖质量与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渗透度。在人

才保障方面,构建多层次数字人才培育与引进体

系,实施晋籍数字人才回流计划,对高层次回流人

才给予专项政策激励;深化产教融合育人模式改

革,支持高校增设智能采矿、工业软件等特色微专

业,培育适配本土产业需求的技能型数字人才。在

金融支持方面,整合省级产业引导基金资源,设立

“两化”协同发展专项子基金,重点支持数字解决方

案供应商培育与传统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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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CouplingCoordinatedDevelopmentbetween
DigitalIndustrializationandIndustrialDigitalization:

CentralShanxiUrbanAgglomeration

CUIYuetong
(SchoolofEconomics,ShanxiVocationalUniversityofEngineeringScienceandTechnology,Jinzhong030619,China)

Abstract:Thesynergisticdevelopmentofdigitalindustrializationandindustrialdigitalization(“dualtransformations”)isakeycriterionfor
measuringthetransformationeffectivenessofresource-basedregions.TakingtheShanxiCentralCityClusterastheresearchsubject,a
systematicanalysisofthespatio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thesynergisticdevelopmentofthe“dualtransformations”intheregionwas
conducted,basedonpaneldatafrom2011to2024,employinga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model.Itisfoundthat,inthetemporal
dimension,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ofthe“dualtransformations”intheShanxiCentralCityClusterexhibitsatwo-stage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of“rapidgrowthfollowedbyslowqualityimprovement,”withtheoverallsynergisticlevelremainingatapreliminarystage.Inthe
spatialdimension,asignificant“core-periphery”imbalanceisobserved:TaiyuanCitytransitionsfromastateof“imbalance”to“coordination”
whileperipheralcitiesaredividedintotwotypes“intermediatecollapse”and“peripheraldecoupling”highlightingtheissueofregional
synergisticdevelopmentfractures.AscientificbasisandpracticalreferenceisprovidedforShanxiandotherresource-basedregionstooptimize
digitaleconomysynergisticdevelopmentpoliciesandaddressregionaldevelopmentimbalances.
Keywords:CentralShanxi Urban Agglomeration;digitalindustrialization;industrialdigitalization;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coordinated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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